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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广开仕进之路，多方文士征聘入朝，实

现了以群落归附明廷，因使庙堂文事次第展开。

这包括：扭转文化重心偏居东南的局势，促进南

北儒学教化之平衡发展；结束文学群落多元并存

的格局，使读书人学有所用而野无遗贤；全面推

行文治并尊崇程朱理学，以解除武力集团对皇权

的威胁；完成朝章制作和充任文学侍御，因以修

饰文治并开出皇明大雅。当洪武时期，此四项任

务，都付诸实施，并初见成效。但君臣都没有想

到，竟然在不数十年间，弄得各地域文学消歇，

中央庙堂文学亦顿衰。此一易代之际特有的现

象，值得研治中国文学者重视。至于如何探研这

种现象，则应有深切到位的策略。

一、元末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之形成

元末东南文坛之格局，总体上有两大表征：

一是南北文化被深度隔裂；二是文人呈地域群落

分布。前者是元朝失驭、政化不通的后果；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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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南文学生态之形成，在总体上有两大表征：一是元末明初南北文化被隔裂；二是东南文人呈
地域群落分布。这不仅成为当时文坛格局的基本框架，而且影响着元明易代之际的文学走向。明初广开仕进

之路，多方文士征聘入朝，实现了以群落归附明廷，因使庙堂文事次第展开。但君臣都没有想到，竟然在不

数十年间，弄得各地域文学消歇，中央庙堂文学亦顿衰。由此可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实成为当

代文学的主体构造；而呈地域群落分布的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又构成元明易代大转变时期文学活动的

主线。这是一种罕见而特异的文学形态，与盛国时期的常规文学形态不同，其主导方面不在中央庙堂，而在

政化不通的地方文苑。此一易代之际特有的现象，值得研治中国文学者重视。至于如何探研这种现象，则应

有深切到位的策略：先要基于它的整体性，来对之作出整体把握；次应立足它的规定性，来对之进行动态描

述；还须照应它的复杂性，来对之实施焦点透视。这样才可望在特定时空维度中，还原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

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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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

是东南丧乱、群雄割据的产物。这两项是一体共

生的：南北文化被隔裂会迫使东南文人如置化外，

而东南文人远离政化又加剧南北文化之隔裂；呈

地域群落分布会增强东南文人的地缘性，而东南

文人地缘依赖更滋长对朝廷的疏离感。如此，东

南文人呈地域群落之分布，就成为元末文坛的客

观存在，不仅成为当时文学生态的主体构造，而

且影响元明易代之际的文学走向。

至顺三年（1332）十一月，年幼的宁宗懿璘质

班驾崩，宗亲重臣议立年仅十三的妥懽帖睦尔，

而太史有言“不可立，立则天下乱”，以故议而未

决，致使大权旁落。但迁延数月之后，权臣燕铁

木儿死，妥懽帖睦尔终于得立，此即为末代皇帝

惠宗。［1］卷三十八而后惠宗朝之事，果应了太史谶

语：至元三年（1337）正月癸卯日，广州增城县民

朱光卿率众反叛，国号大金，改元赤符。［2］卷三十九

是为平民反朝廷，另立国号之先声。及至享国十

余年之时，天下大势已岌岌可危；以至至正五年

（1345）十月辛酉日，即便贪残成性的惠宗也不得

不诏认：“和气未臻，灾眚时作，声教未洽，风俗

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1］卷四十一这实际上为

国势颓危、末季骚扰展示了乱象。

先是反叛蜂起，天下大乱。到至正七年（1347），

天下形势已极为严峻。面对这般局势，十一月甲

辰日，两淮运使宋文瓒上奏，向朝廷发出严重警

告：“沿江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东南五

省租赋之地，恐非国家之有。”［1］卷四十一这话绝非危

言耸听，东南若非国家所有，不仅切断了元朝经

济命脉，而且也阻断了南北文化交流。而《明史》

馆臣的描述，更用“天下大乱”称之：“元政不纲，

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颍，徐寿辉

僣帝号起蕲，李二、彭大、赵均用起徐，众各数万，

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

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众。天下大乱。”［2］卷一

大乱的后果是，水陆交通阻断，饥馑疫疠蔓延，甚

至父子相食，灭绝伦常，人无种类。乃至洪武元年

（1368）闰七月间，大将军徐达率师徇取河北诸州

县，所见“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3］卷三十三。盛明

太平宰相杨士奇，也痛心疾首地回顾说：“元之

季世，兵戈饥馑，民困穷冻馁无食，至相食以苟

活，虽父子夫妇相视不能相保恤，所在皆然。”特

别是江淮以北，沦落为文化荒漠。［4］卷二，卷四

接着群雄割据，竞相称制。仅在东南一隅，

就有多方政权：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间，台

州盐贩方国珍为仇家所逼，携兄弟聚众海上，以

对抗官军搜捕，迄吴元年（1367）降附朱元璋前，

据有温、台、庆元等处凡二十年。自至正十二年

（1352），平民陈友定应募击寇贼，及至正二十四

年（1364）某月日，以功授福建行省平章，从此窃

据闽中八郡之地，庶政皆由其一人来总制。至正

十三年（1353）五月乙未日，泰州张士诚及弟张士

德、张士信为乱，陷泰州、高邮等地，据以僣国号

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祐。至正十五年二月己

未日，刘福通等自砀山迎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

王，建都亳州，定国号宋，改元龙凤。至正十五年

（1355）六月，朱元璋率众自和州渡长江；次年三

月庚寅日，率兵攻取集庆路，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设官府而四出征伐；至当年七月己卯日，以吴国

公称制一方。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陈友谅

诛杀异己赵普胜，乃以江州为都城，并奉徐寿辉

居之，自称汉王，专决其政；及至正二十年（1360）

闰五月，为便于僭称皇帝，又杀徐寿辉，尽夺其

威权，定国号汉，改元大义。至正十五年间，东莞

民何真集兵保乡里，以功累官荣禄大夫、江西福

建行省右丞，迄洪武元年归降前，广东岭海之间

一方平安赖之。［3］卷一，卷四［5］各卷

对于上述反叛、割据之实况，史家称为“天下

大乱极矣”［3］卷二百五十七。但当蒙元失驭、教化不通

之时，天下生民丧失所天、无由庇护；则在一定

社会文化区域内，群雄拥兵自重、割据称制，亦

为一方平安所赖，未尝不是一种补救。当时，张

士诚窃据吴中，朱元璋坐拥南京，陈友谅盘踞武

汉，陈友定保有八闽，方国珍攘夺温台，及何真

镇守广东，都能保境安民，维持一方秩序。虽然

在各方边境上，群雄之间征战频繁，但在割据范

围之内，百姓犹可暂且偷安。所以，浙西士商纷

纷流入吴中富庶之地，淮西士民竟敢随朱元璋渡

江求生，宣徽士绅肯效力大明，浙东文人愿趋走

南京，闽中居民能远离战火，岭海之间多乱世顺

民。其他若江右文人，虽常受流寇骚扰，然因不

处于四战之地，尚得以安守陵园田庐。甚至当中

原混乱之时，以义兵起家的李思齐，也独能仗义

施仁，率义旅保有关中。［5］卷十［6］卷十八

且因有赖于割据政权的庇护，在相对独立而

安宁的环境中，人民不仅得以生聚苏息，还能流

连诗酒讲习书礼，使一方风雅不坠、弦歌不绝，

创造出地方文化的短暂繁荣。这当然是衰世的繁

荣，犹如最后的回光返照，虽说是蒙元国运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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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悼，却也是新朝乘运龙兴的萌兆。这主要表

征在三个层面：

在人际交遇上，割据政权吸附着一批文人，

似乎诸贤毕至、群英荟萃。他们因某种机缘结成

多层圈属，大都以意气相投和才情相尚。不同圈

属与割据政权的关系近密或疏远，便会表现出相

应的人生态度和政治倾向。这些相应的态度倾

向，通常凝定为特定心态。大略表现为：他们既

依赖割据政权的庇护，又唯恐遭受乱世枭雄的残

害；他们既期盼廓清寰宇结束战乱，又看不准大

势所趋鹿死谁手；他们心怀畏惧而与伪政权合

作，又不敢陷得太深以免不能自拔；他们期待明

主来拯救苍生，又不知群雄中谁最为英明；他们

明知世无英主而消极忧愤，又好幻想真龙出世而

自欺欺人。所以能看到：杨维桢、高启表率吴中，

与张士诚政权貌合神离，成日里诗酒交欢，以博

得苟且偷安；李善长表率淮西，追随朱元璋渡江，

以身家性命来趋驰鞍前马后，冒天下不韪而贪求

共享富贵；陶安为保障乡民免遭杀戮，率士绅赴

辕门迎附朱元璋，劝诱其神武不杀以顺天应人，

并迁就其威逼而愿麾下效力；刘基严拒近旁方国

珍的诱逼，而更愿接受朱元璋遣使延聘，偕同宋

濂等浙东四贤奔赴南京，甘听“为天下屈先生”之

哄骗；刘崧隐处穷乡僻县而表率江右，从不择求

明主却忍待天下太平，宁可窜伏山林来躲避流寇，

也不屈身事人以免招罪尤。这就形成多种典型心

态，即吴中文人的苟安心态、淮西文人的趋附心

态、宣徽文人的迁就心态、浙东文人的择主心态、

江右文人的隐待心态。此外，闽中文人之遁世无

闻，岭南文人之荒避狂斐⋯⋯均可见文人圈属不

同，其所持心态便各有异；但共同心声只有一个，

那就是企求平安自保——浅见者唯保一己一时，

远识者愿保家国天下。

在文学活动上，文人依地齐开展雅集酬唱，

显得声气应求、志趣投契。他们主要是凭借特定

地缘关系，来专修一方风雅而不骛外求。各地文

人之间因受战乱阻隔而交流不畅，便会凸显出特

有的文学趣味和审美风尚。这些特有的趣味风

尚，往往沉积为地域特性。大略表现为：对人的

自然天性之热情讴歌，对社会风俗教化之浸润涵

泳，对本地山水风物之钟情描绘，对此方艺文传

统之倾心传扬，对末世战乱动荡之切肤痛恨，对

当代时势运会之通灵感会。所以能看到：杨维桢

笔下，吴中的风土人情写得凄婉柔媚；而宋濂笔

下，浙东的风俗世态尽显朴厚无华。被前代文人

描画无遗的虎丘，在元末乱世仍别具风神气骨；

而未经昔人触染的岭南山水风物，却络绎奔赴“南

园五先生”笔端。盛平时易被忽视的西昌风物，遭

流寇骚扰竟使人触目惊心；而所见断壁残垣、枯

木逢春，反使有识之士预感文明发祥⋯⋯这摇曳

多姿、神态各异的文学状貌，极大地拓充了中国

文学的固有内涵：既描绘了衰世末运下的风俗人

情画卷，又揭示了兵燹离乱中的山水田园之美；

不仅展示了元末文学的丰富多样性，而且促使各

地域文学得到长足发展。

在风俗教化上，师徒以学承维系薪火相传，

使得学脉绵延、不绝如缕。他们天然地依托当地

社会族群，来实现世通婚姻及递相师友。各家学

脉在自成一统的环境中讲习传承，便会涵泳出独

诣的风格品貌和精神特质。这些独诣的品貌特

质，类皆培植为学术传统。大略表现为：吴中才

俊传扬乡邦的流风遗韵，宣徽宿儒绍述古朴的新

安儒学，宋濂师徒自命为程朱理学正宗，江右文

士绪承着清江儒学裔脉，闽中诗人缅怀逝去的唐

宋宗风，南园词客追寻岭海的梵音仙踪。所以能

看到：吴中文人如杨维桢、高启辈，既与张士诚

伪政权若即若离，又不愿投诚新兴的皇明政权，

其所缅想的是故地风流文雅；宣徽儒士如朱升、

陶安之流，既已迎附并看好朱元璋政权，就不计

人主雄猜与一己得失，而倾全力为之筹划开国规

模；浙东儒宗如宋濂、刘基辈，欲择求乱世明君

而不得其人，乃半推半就入南京临时政权，幻想

用浙东正学来教导人主；江右文士如陈谟、刘崧

师徒，教人以身体力行、仁孝纯厚，既不择地而

居亦不择官而处，故永葆道德优势和政治后劲；

闽中诗家如张以宁、蓝仁等，或供奉在翰林或栖

隐于林下，均能师法盛唐诗歌清雅之调，遂开明

初“闽中十子”先声；岭南雅士如“南园五先生”，

皆学无所主而性情磊落狂斐，赖守将何真庇护而

远离战火，故恒能纵情诗酒、结想烟霞。

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凝聚，东南各地文人就

聚合成群，且各文人群因交流不畅而相对独立，

因使东南文坛格局呈地域群落分布。其圈属及成

员，简略论列如下：（一）吴中：清 阁在无锡，

由倪瓒发起主持，有少数相投契的吴中文人参

与；玉山雅集在昆山，由顾仲瑛发起主持，吸引

吴中大多数文人，并接引流寓吴中的外地文人，

如江右之虞集，浙东之杨维祯、王冕、高明、王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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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之黄哲、西夏之昂吉起文等；耕渔轩山庄在

吴县，由徐达佐发起主持，先后参加集会者有一

百二十位左右，而生平可考者近五十人，其唱和

成果结集为《金兰集》；北郭十子的具体成员并不

能确指，其核心是与高启同居北郭的文人，大约

有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高逊志、唐肃、王行、

王彝、张适、宋克、陈则、释道衍、杜寅、吕敏等，

其中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入明后重新组合成

吴中四杰；杨维祯集团的活动中心在松江，虽组

织松散但成员较为稳定，主要有追摹杨维祯“铁

崖体”的百余位文人，大抵分布在浙江、吴中、松

江一带，而又串联于玉山雅集、耕渔轩山庄、北

郭十子、松江来青堂等集会。（二）淮西：李善长

文官集团，包括流寓淮西当地的儒士，如六安老

儒某、郭公某（郭子兴之父）、吴广、李善长、胡

惟庸、吕本、杨璟、潘进、汪文、单安仁、朱复，

以及卷入相府的外地文士，如杨益、汪广洋等。

（三）宣徽：陶安、朱升及其师友生徒，都有郑玉、

李习、王恺、范常、陶安、朱升、詹同等。（四）浙

东：浙东四先生及其师友生徒，包括四先生宋濂、

刘基、叶琛、章溢，及其友徒许元、吴沉、王袆、

胡翰、苏伯衡、戴良、童冀、张孟兼、方孝孺、王

绅、刘刚、楼琏、宋璲、郑楷等。（五）江右：江西

十才子，其核心有李叔正、周浈、旷逵、万石、辛

敬、杨士弘、彭镛、刘楚、王佑、刘永之或王沂共

十人，其外围有南昌朱隐老、朱善父子、熊钊、胡

俨师徒，临江金固、傅若金、萧克翁，抚州熊鼎，

西昌之陈谟等。（六）闽中：闽中十才子之先声，

都有张以宁、蓝仁、智兄弟、林弼等。（七）岭南：

南园五先生，其核心有孙蕡、黄哲、王佐、李德，

其外围有黄楚金、王希贡、黄希文、蔡养晦、赵安

中、澄、讷兄弟、文三山、黄原善等。

二、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之消歇

如上所述，东南文人各自蛰居一方，遭元末

乱世而身陷困境：他们和当地的前辈一样，仍饱

受蒙元统治的压抑；且其压抑并未随政纲废弛而

消解，反而因群雄割据被抛置王化之外。但亦有

不甘沉沦、自拔流俗者，痛恨天下崩乱、人道败

坏之极，亲见黎民百姓流离失所，闻睹人食人事

屡有发生，乃以拯救斯民为己任，而渴望逢遇辅

佐英主。至于群雄谁是英主，混乱中实难以判断。

有平民出身的朱元璋，穷困之极而投身行伍，

冲锋陷阵，攻城略地，表现得勇武英睿出众，颇引

起东南士绅瞩目。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定远

人李善长来谒朱元璋，并追随麾下，为之掌书记；

及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自和州率众渡

江，一举成功，拔太平路，当地耆儒陶安等赴辕门

迎附，流寓于此的汪广洋也被征聘；至正十六年

（1356）三月，朱元璋军队攻下集庆路，得儒士夏

煜、孙炎、杨宪等，皆一一录用而委以军政事务；

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朱元璋微服咨访朱升，

获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乃命朱升

参预帷幄密议并召赴金陵；至正十八年（1358）十

二月，明兵攻取婺州并改路为府，次年正月立宁

越府郡学，聘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

吴沉为训导；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朱元璋遣

使持币赴浙东，聘宋濂、刘基、叶琛、章溢至南京，

极尽赞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2］卷一百二十八⋯⋯

就这样，从起兵至渡江，及渡江后南侵，朱元璋

不仅一路取胜，而且与文士多有遇合。

因有众文臣的襄助，朱元璋亦改头换面：其

南京临时政府，不再是武人政权，而能文武兼用，

并已试行文治。故十数年间，他四出征抚，西平

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南靖闽广，北有中原，终于

武功大定，实现天下混一。［3］卷三十四这是重整山河、

再造乾坤的伟业，诚让饱经磨难的读书人看到希

望。不仅先进者庆幸得遇明主，而且后进者亦感

欢欣鼓舞。他们对新朝大都心悦诚服，而对亡元

却似无故国之思。其所悦服者，大略有二端：一

者，近百年蒙古异族统治一旦解除，汉族士人就

迎来了身心大解放；二者，建始之际百废俱兴、

急需用人，广大士人可望入仕、一偿夙愿。而皇

明王朝要开国兴治，也确实提供了广阔舞台。

要在这广阔舞台上编排好各种角色，就必须

吸纳接引各方能文饱学之士；而朱元璋正求治心

切，也乐于打开仕进之门。仕进之门一旦打开，

各方文士应征而起，络绎奔赴南京，接受新朝洗

礼。首先是淮西、宣徽、金陵、浙东等新附地文人，

在李善长、陶安、夏煜、宋濂诸先进的带动下，满

怀理想与期待，陆续归附到明廷；之后是吴中、

江右、闽中、岭南等内附地文人，在各路将领及

随行文官的寻访礼聘催促护送下，怀着惊喜与疑

惧，先后汇聚于南京。这是成规模的群落归附，

每当大明军队攻占一地，当地文士即被搜罗殆尽，

并按计划分批遣送京城。以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和

猜忌成性，他希望天下读书人尽归朝廷所用，而

不许遗逸在草野间，更不许将官私自留用。故而，

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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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老师硕儒被以礼征聘，即便名一艺者也尽行

罗致。

其归附形式，大约有数端：（1）投附见驾；（2）躬

往咨访；（3）遣使礼聘；（4）将官遣送；（5）胁迫诱逼。

从时序上看，前两种归附形式发生最早，盖因朱

元璋起兵扩张之初，常亲率大军披挂出征，有机

会倾接各地文士，而当时急需智谋之士，故亟愿

隆礼虚心纳谏。如李善长、陶安之来归，就属于

投附见驾之形式；而朱升之欣然来附，则由人主

躬往咨访。从成立南京临时政权到建立明朝前

后，朱元璋为了吸引各地文人愿委身于他，多采

用遣使礼聘形式，以感召高标自持之士。盖此时

业已壮大，朱元璋坐镇金陵，较少外出亲征，无

由倾接多士，而临时政权初成规模，正可虚位迎

待来附者。故吴元年（1367）十月甲辰日，朱元璋

遣吴琳、魏观以币求贤；又于洪武元年（1368）十

一月己亥日，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

分行天下，访求贤才。［3］卷三十六上及至开国之初，制

作典章文物，诸如两修元史、纂礼乐书等，其所

需职事人员多以礼聘至，像吴中名士高启、杨维

桢入明，就出于这种特殊的机缘与恩遇。

如果说，前三种归附形式专适用于名士，则

将官遣送多施用于一般士类，且多集中在较晚来

附的文学群落，如江右、闽中、岭南、北方等地。

特别是对北方士类，多能假以宽容优待。盖北方

文士多得皇元恩惠，不少人甚至还有仕元经历，

其南来归附明廷，难免多一重顾虑。针对北士的

这一心结，朱元璋有更大包容度，一方面能够以

礼迎待愿仕者，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尊重静退者。

如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既下山东，命所在

州郡访取贤材，及尝仕宦居闲者，举赴京师。有

司询求严迫，凡尝仕元者多疑惧不安，由是所在

惊扰”；朱元璋闻之，“乃命中书省给榜，安谕所

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许驱迫，听其自便。

其自他郡县避兵流寓、愿归乡者，听之”［3］卷三十一。

由此，北方士类便各得其所，静退者得以还归乡

里，愿仕者亦能真心归附，不至有强烈故国之思。

但是，朱元璋对南北文士，亦非一味宽仁包

容。相对而言，他对北方文士稍示宽厚，而对南

方文士更显严厉；建国前他对文士更能优礼，而

建国后对文士多有侮慢。因而，从征聘文士总态

势看，他通常是恩威并施的，甚至对不与合作者，

不惜采取胁迫诱逼。如洪武元年四月某日，大将

军徐达兵至济宁；前元祭酒孔克坚称疾，遣其子

希学见于军门；徐达即遣送希学赴京，奏言其父

病不能成行；但朱元璋不相信，乃以敕往谕之曰：

“闻尔抱风疾，果然否？若无疾而称疾，则不可谕

至恩之会。”而此时克坚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途中

遇敕使，乃拜命惶恐，更兼程而进。［3］卷三十一在群

雄中，朱元璋向以尊崇孔子礼遇儒臣著称，其对

孔子后裔兼前元祭酒尚且如此，则对一般士类之

迁延畏避者，当更加严程催促而不留余地。

经由这样恩威并施，各地文人招揽殆尽，即

使不足以标榜野无遗贤，却也真正实现了群落归

附。他们奔赴京师，济济会聚朝堂，既要接受新

朝的洗礼，又要经受皇权的检验，适者生存，优

胜劣汰。像陈谟那样命驾还山，虽受折腾而落寞

失意；但得以寿考善终，实属不幸之万幸。其他

来归而获任用者，在感受皇家恩典之时，都要遭

遇猜忌，备尝忧危疑惧。他们或者被放外任，或

者被留朝中侍御。外任的，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工作环境也极为险恶。兵燹劫余之后，生产经济

崩溃，社会秩序破坏，风俗教化沦丧，原来避居

乡里的文士，满怀欢喜地进入新朝，还未充分感

受皇恩浩荡，就被抛掷荒芜凄凉之境。如洪武六

年（1373）六月，刘崧被调任北平按察副使。北

平乃战后敝败苦寒之地，那是贵幸之臣不愿去往

的；好在刘崧“量实揣分”，能欣然赴任并全节而

还。［7］卷四又如洪武三至六年（1370—1373）间，王

袆因得罪相胡惟庸，在修完《元史》不久，就被莫

名地排挤出朝，前往西北招谕吐蕃，后又转道出

使云南，前往招降梁王，后竟不屈死节。在朝的，

虽生活条件或许好些，但工作环境更为恶劣。他

们除了竭忠尽诚参与朱元璋的文学侍御，还要不

时遭受这位草莽皇帝的猜忌和戏弄。当皇帝龙颜

愉悦时，他们或能得主隆恩；而皇帝常会无端震

怒，每当震怒就大降刑祸。所以，人主的恩典越

隆，侍臣的畏惧愈深。

更有一层，各地文人以群落归附明廷，也带

来臣属间的协作问题。在朱元璋夺取天下进程

中，先后来附文士的功绩不同，加上各地域的儒

学自成传统，且众人的精神气质亦有差异；因而，

他们在新朝的地位不同，所掌管的职事也有差别。

大抵说，淮西文人如李善长等擅长吏治，主要掌

管相权及政府要害部门；宣徽文人如朱升等通帝

王之学，主要参与密议并规划国家体制；浙东文

人如宋濂等得理学正传，主要执掌教化和主持典

章制作；吴中文人因尝依附张士诚政权，败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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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士诚部属遣送临濠，虽然洪武二年被放还，

并陆续得到新朝起用，有的聘修《元史》《礼书》，

有的参与文学侍御和行政事务，但他们入朝为官，

总有一种负罪感，难获足够的信任，故无由委以

重任；江右、闽中、岭南文人入明较晚，与朱元

璋之逢遇亦无特殊的机缘，所以在明初政治舞台

上，他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甚或装点陪衬，仅

供备数而已。他们齐聚朝堂，就会发生互动。这

种群落间的互动，有时可能是友好的，但更多的

是摩擦冲突，终至耗损而彼此消长。

大抵说，淮西与宣徽文人最早来附，当初深

得朱元璋倚任信赖，且两地文人各有分工，彼此

协作得较为友好；浙东文人之归附朱元璋，首膺

朱升“王佐”之荐，后又得李善长大力推举，才获

得“四先生”之誉。［2］卷一百二十八是可以说，浙东文

人与宣徽、淮西文人之交际，一开始是开诚布公

的并且是友好的。浙西文人迁移入吴者，如杨维

桢、陈基之流，或有浙东的生活经历，或有浙东

的学术渊源，因而与浙东文人同源，其思行有天

然亲近感。正是出于这个因缘，吴中文人入明之

后，多愿与浙东文人同朝共事且相互修好，参与

宋濂领导的典章制作和文学侍御。岭南文人因黄

哲早前交接李善长，因而入明后多获淮西重臣的

护持；江右文人以道德与诗学双修，赢得了文臣

之首宋濂的青睐，前者倾心追捧后者，后者亦能

赏拔前者。闽中文士入明最晚，其退隐归居又最

早，来去匆匆是为过客，似无参预朝堂恩怨。

以上是友好的一面，但好景终难以长久；而

摩擦冲突、耗损消长一面，则可谓险象环生、惊心

动魄。淮西文臣掌握朝中重权，深受人主朱元璋

的倚赖；但也因事权过重，反招朱元璋猜忌；又

与浙东文人不和，以致相互攻讦陷害。朱元璋则

非但不予调停，反而蓄意安排两边利用，以使两

地文臣相互制衡，减弱对皇权的侵蚀约束。朱元

璋尝拟任刘基为丞相，虽因刘基固辞而未付实施；

然其意欲借刘基之名，以撼在任丞相李善长。洪

武六年九月，又欲命宋濂参中书大政，也是出于

同一政治意图。尽管浙东文士无意于出任丞相之

职，却也不希望淮西文人集团独揽相权。及至李

善长罢相后，朱元璋论相之人选，提出杨宪、汪广

洋、胡惟庸三人，刘基以相才相器论之而都予否

定。［2］卷一百二十八后来，此三人竟都先后拜相，则刘

基不为权奸所容，乃情势之必然，而非出自命数。

淮西、浙东文臣宠遇之隆，使他地来附文臣莫可比

肩；而其最终结局之悲惨酷烈，更是让入明文士

触目惊心。所以，高启称朝堂是“轧敚排狠之场”，

而朱升致休时虑其子将死无完躯。［8］卷四［9］卷九这种

政治生态环境，虽说是各地文臣难以谐和的表现，

又何尝不是出自朱元璋亲手导演？朱元璋不仅策

动各方来附文臣争斗，而且对同出地的文人也要

评论优劣，以挑起争心，使自相耗损。比如，他既

推重宋濂，以为文臣之首；却又贬之为“文人耳”，

称不如江南大儒桂彦良。［2］卷一百三十七

追想明开国征聘之初，各地文人呈群落归附，

并在多方互动中，显示出群体优势；但随着政治

环境的恶化，这种群体优势反成劣势。朝政风云

凶险多变，人人深感自危不安，彼此难有自由坦

诚的交流，群体互动便归于沉寂死灭。因此，当

初以群落归附的各地文人，后来也以种种方式群

体消灭：放外任的，流转多地，凄凄惶惶，永无

归期，当年故地的诗酒酬唱，竟成物是人非之记

忆；在朝堂的，局促压抑，致身无路，安生不得，

或以过失罚作劳役，或以狱案不得其死；获休致

的，功成身退，赏赐愈重，忧患愈深，虽出朝堂樊

笼之外，仍在皇权罗网之中⋯⋯此残害生命、禁

锢身心还在其次，更严酷的是剪灭文士的理想意

趣。当年，李善长投注草莽英雄朱元璋，愿以身

家性命及富贵相寄托；日后，确实位极人臣、发

福变泰，但转瞬间一切又化为乌有。当初，宋濂

等选择雄猜之主朱元璋，是希望将他辅导成英主

明君；后来，果然帮朱元璋坐上了皇位，自己却

因约束皇权而被弃。要知道，当元末乱世民不聊

生之际，各地文人所以能集聚成群，以诗酒酬唱

兼讲习书礼，靠的就是这点理想意趣；当明初征

聘广开仕途之时，各方文士大都愿奔赴新朝，虽

满腹犹疑而义无返顾，凭的也是这点理想意趣。

可如今，这点理想意趣被残酷政争剪灭了，各地

文人的群体意识就无所附丽；而没有共同的群体

意识，文学群落也就自行消歇。

三、东南各地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

由上可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实

成为当代文学的主体构造；而呈地域群落分布的

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又构成元明易代大转变

时期文学活动的主线。这是一种罕见而特异的文

学形态，与盛国时期的常规文学形态不同，其主

导方面不在中央庙堂，而在政化不通的地方文苑。

也就是说，从故元皇纲解纽、庙堂文学顿衰，到

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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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秩序初建、文学侍御方兴，期间曾有一度文

柄失坠，中央庙堂丧失话语权力，因使地方文苑

多元并起，呈现地域文学的大繁荣。这种庙堂与

地方文学之互动，体现了中国文学自身的规制：

中央庙堂文学一旦衰落，就会让出自由滋长空间，

促进地方文学快速生长；且地方文学之生长，又

会不断积蓄能量，源源灌注中央庙堂；而中央庙

堂文学之复兴，又引导地方文学的走向，迫使地

方文学日渐消歇。

此一易代之际特有的现象，值得研治中国文

学者重视。至于如何探研这种现象，似应从其层

级构造着眼；而要还原其层级构造，又需有效的

研究策略。

（一）整体把握

东南各地文学群落兴衰，是同源共生互动的

产物；且在入明之后殊途同归，呈现多元并存之

整体性。说它们同源，是因为东南各地文学的精

神，大都与宋以来儒学派系接脉：宣徽文学之于

新安儒学，西昌文学之于清江儒学；金华文学之

于朱子学正宗，又之于吕氏中原文献之学；浙东

南部文学之于温处事功之学，浙东东部文学之于

甬上陆氏心学；浙西文学既发扬吴中本土之才藻，

又吸纳浙东文士携来的精神气质；闽中诗学嗣法

严羽宗法盛唐、以禅喻诗，实际上是远绍陆氏心学

援禅说儒之绪论；淮西处南北要冲四战之地，其

文学精神混杂不名所主，岭南处山海之间荒僻之

区，其文学精神多得江山之助⋯⋯然寻源溯流、总

其归途，大抵不出宋元儒学范围。由此可知，当年

程颢目送杨时预言“吾道南矣”［10］卷四百二十八，实已

肇开元末东南各地文学兴起之源。说他们共生，

是因为东南各地的文人士子，生长于共同的社会

文化环境：一方面，都遭遇蒙元异族统治的压抑，

因仕进无门而滋生疏离意绪；另一方面，都饱受

元末群雄割据之侵扰，因身家难保而抱持种种心

态。处此苍天一色的大环境，广大文士尽管属地

不同，出处安危、荣辱否泰各有差异，但生活旨

趣和人生选择却趋同。不论是窜伏山林，还是委

曲事人；不论是清真自守，还是择主而事，他们

都乐于诗酒交欢，追求短暂的人生适意，或兼讲

习书礼，坚守士之志业。由此可知，东南文士虽

人各一体，却存寓地域群落之中；文学群落虽各

在一方，却共处东南聚落之中；文人聚落虽偏居

东南，却汇入天下大势之中。说他们互动，是因

为各地文人虽独立成群，却会在一定条件下磨合

协作：尽管受到地缘影响，各地儒学传承不同，

群体精神气质有异，文学趣味风尚多样，但这些

差异是多元并存的，未臻矛盾对立以至水火不容，

更未因割据政权影响，而产生政治上的分立。所

以，伏居山中的宣徽宿儒朱升，愿意力荐浙东处

州之三贤，而权势煊赫的淮西李善长，亦能推举

未来的政敌刘基。依附张士诚的陈基、杨维桢，

能与乡邦故旧保持友好交往，而宋濂、戴良以同

学兼好友，却分事朱元璋、张士诚政权。避居岭

海间的黄哲游走金陵，老早就被李善长招揽至麾

下，而当初权位偏低的江右文人，获宋濂辈接引

而后声名日隆。及至入明之后齐聚朝堂，或相互

友善以共期美好，或彼此倾轧而互不相让，却都

荣辱损益相因相生。比如，江右、浙东分属两个

文化区域，在入明之前两地文人并无交往，入明

之后前者服膺后者提携，共同敷饰皇明开国文治

景象。在入明众文人群体之中，此两处文人合作

最友好，但这种友好的深层隐含竞争，结果导致

两个群落此消彼涨，浙东文人逐渐退出终至消失，

江右文人取而代之入主馆阁。又如，淮西、浙东

文臣分掌行政教化，本来可以各安其事以同侍一

主，但朱元璋诱使他们相互牵制，结果弄得势不

两立先后俱亡。在入明众多文人群体之中，此两

处文人争斗最为忌刻，但这种忌刻的背面犹藏宽

忍，刘基决不与胡惟庸正面冲撞，而胡惟庸反将

浙东文士拉拢，结果姑息养奸最终酿成大祸。

（二）动态描述

东南各地域文学有自身的规定性，动态地呈

现为定势之中有通变。首先从各地域文学的定势

来看，其生态环境和艺术特质较恒定，既不因人

为选择而转移，也不为外来强力所喧夺。特定的

山川地理、自然风物，长养着世代聚居于此的人

民，尤其是晚唐五代以来入迁的故家旧族，经历

了几百年的生聚繁衍、婚育教养，逐渐成为当地

社会族群的核心，将携来文化与土著气习相糅合，

而形成颇具地域特性的文化基质，提供儒学教化

和文学活动的土壤。比如江右的西昌文学，作为

一个次文学群落，其雅正平和文学风范之确立，

除了受益于独厚的江山之助，还得力于南唐故家

之核聚作用，以及接脉清真自守的清江儒学。清

江儒学创始于清江刘靖之、刘清之兄弟，由其高

弟在南宋孝宁年间至此讲习弘传，及至元末明初

近二百年来，其精神裔脉一直在西昌传承。南唐

故家为五代末金陵七姓庶族，为躲避南唐王朝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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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迁居西昌，他们很快就融入迁徙地，与当地

世居民和谐相处，互通婚姻，递相师友，历四百

余年的生息长养发展，而成为当地文化精神之主

体，至于山川构造、风土人情，则为西昌亘古以

来所固有，其与当地居民的天然关系，早已同化

为文化心理结构。［11］正是受此类要素的规定，西

昌文学才具有稳定性，其雅正平和的特质，能够

一直绵延不绝。他地的文学风范，亦由此可见一

斑。但是从各地域文学的通变来看，除了保持其

文学特质相对恒定外，各地域文学又要适时应变，

否则会因缺乏机变而消亡。虽然地域文学特质一

旦形成，就因其先天赋予而具稳定性，既难以移

易也不被喧夺，不至于发生毁灭性的质变，但可

以超越质变，在别的层面变动。比如，可在一定

条件下发生量变，使地域特质强化或者弱化。所

谓强化，就是让地域特质增重扩展，以至超出地

域文学的界限，成为领导主流文学的风尚；所谓

弱化，就是让地域特色减轻退缩，以至脱离主流

文学的裹挟，回归原地而消融于大化中。前者如

西昌雅正文学通往馆阁，成为明初笼盖朝野的文

学思潮；后者如吴中绮丽文风淡出翰苑，并随文

学主体老死而一蹶不振。然而，不论强化抑或弱

化，都应是动态循环的。地域特质被强化之极限，

就将这种特质消耗殆尽，最终要退归原地，而消

融于大化中；地域特质被弱化之极限，就会激发

它的原初生机，最终会重新增长，而凝定地域特

质。明初馆阁文学大肆流行之后，终因缺乏生命

力而萎痹不振；明初吴中文学长期消歇过后，终

至明代中期悄然复兴崛起。其所展示的双向消长

进程，恰蕴涵这种动态循环之机。再如，可在一

定条件下发生场变，使地域文学经受选择淘汰。

元末群雄割据时期，在相对独立的环境里，各地

文学是自生、自足而自适的，能满足一方士民的

风雅俚俗需求，而各方文士一旦应聘入朝，便将

习得的文风一同携来，在以文学侍御的竞技场，

竭力演饰皇明开国气象。但因学养才调好尚不

同，各地域文人的表现有异：有些人温厚持正，

如浙东宋濂之辈，俨然以帝王师自居，最终不为

皇权所容；有些人绮丽哀怨，如吴中高启之流，

发抒怨怼不平之鸣，自我放逐终贻其咎；有些人

磊落狂斐，如岭南孙蕡之徒，沐猴而冠误入棘丛，

惹怨招祸不得其死；有些人似无一能，如闽中林

鸿之类，远身事外自免还乡，低吟浅唱终老林泉；

有些人随遇而安，如江右刘崧之俦，居不择地仕

不择官，委蛇廉慎葆有后劲⋯⋯就这样，各方文

人试图尽己所能，来迎合明初政治的需要，但因

难以适应皇权，大都遭受打击排抑。这种结局是

双方始料未及的，而推其原由乃在于场变所致。

若各方文士能够克除故态旧习，并在出仕新朝后

能够各安其职，则可适应从地方到庙堂之场变；

而实际情况是故态旧习难改变，且共事一堂又容

易出位越职，因而不适从地方到庙堂之场变。适

应者将得到助长，不适者将逐渐消亡，入明各文

人群遭遇此境，必引发地域文学之场变。

（三）焦点透视

通观东南各地文学群落性状，除了前述的整

体性和规定性外，还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以及

由此引发的艰巨性。要深切此复杂艰巨的研究对

象，就需稳当处理几个层级的关系：（1）文学群

体与文人个体的关系。文学群体是由文人个体构

成的，而文人个体又附丽在群体之上。因此，不

能只罗列若干作家专论，来代替对文学群体的描

述；也不能用文学群体的观念，来消泯对文人个

体的关注。比如，宣徽文士见诸文献载录者，著

名的有陶安、朱升等人。他们出处行思及文学活

动常被个人化，而其同源共生的群体属性却易被

忽视。反之，闽中、岭南文人因入明后名位不振，

其个体存在往往消失在群体印象中。（2）文学群

落与文人圈次的关系。文学群落是文人集群的生

态聚合，在一些文化内涵较深广的地域里，文学

群落之构成除了文人个体，还有两种更高层位的

文人集群：一是由若干文人个体组成的圈属；二

是由个体或圈属组合的次群落。这种圈次介于群

体与个体之间，是最原初形态的文人集群单元，

而多圈次的生态聚合，就形成地域文学群落。就

一般情形而言，文人圈次遍存于东南各地文学群

落中，如江右文学群落就包含多个文人圈次：在

南昌，有朱氏父子熊胡师徒、李周旷辛万郑诸才

子等志趣型圈次；在临江，有金梁刘胡张聂“六

贤”、裴彭杨“三凤”等尚友型圈次；在泰和，有

杨罗邓、西昌十名贤及二妙、三杰、三贤等族群型

圈次。［12］多个文人圈次并存于某地，是出于原生

态的自由滋长。其成员可以有交叉重叠，如泰和

族群型文人圈次；也可能各自相对独立的，如临

江尚友型文人圈次；或者平日很少发生交往，如

南昌志趣型文人圈次。（3）文学群落与次群落的

关系。既然文学群落包含多个次群落，那就会构

成集合与种属之关系。地域群落是母集合，诸次

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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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是子集合，即前者是属，而后者是种。但各

次群落地位并非一概平等，而往往会以某个次群

落为核心，来带动其他的次群落，从而核聚成地

域群落。比如浙东文学群落之构形，就是以金华

次群落为核心，引领处睦甬越等次群落文人，以

协作、旁观、抑扬或呼应，因使浙东文士整体上

声气相应，又使诸次群落表现出和而不同。（4）文

学群落与泛群落的关系。文学群落产生自某个区

域，应有特定的地域文化属性。当元末避居一隅

时，他们是自生自足的，而一旦以地域群落归附

明廷，就与他地文学群落齐聚朝堂，彼此之间进

行互动，形成新的文学生态。然在皇权政治高压

打抑下，这种生态未能朝良性发展，而是日益乖

戾趋于恶化，终至摩擦争斗不容协作。在这极端

恶劣的文学生态中，文人好意气相使而自我标

榜，就自然会宣扬早前的文学群落，以强化该群

落的地域身份认同。于是，有所谓浙东四先生、

江西十才子、南园五先生，以及北郭十友、吴中

四杰、闽中十子竞相名世，显身现影而并辔齐驱，

纷纷争鸣于朝堂之上。它们是入明后的文学群体

称谓，却用来指称入明前的地域群落，且所指除

了原有的圈次个体外，还新增未尝预事的圈次个

体。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泛群落现象，以与原地

域群落重叠错位。（5）泛群落与领衔作家的关系。

泛文学群落之能够并列朝堂，往往得力于领衔作

家的推动。这也可以反过来说，某个泛文学群落

之鸣世，必将推出它的领衔作家。比如，刘崧应

聘入明之后，以诗歌获宋濂推重，而成为江西各

府县文人表率，引领江右文学汇入皇明大雅，标

举颇具地域特性的西江派，以与同朝他地文学并

驱较胜。其他与此类似者，恰如胡应麟所云：“国

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

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

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以雄据一方，先驱

当代。”［13］卷一

鉴于上述三个层面的考察，探研东南各地文

学群落：先要基于它的整体性，来对之作出整体

把握；次应立足它的规定性，来对之进行动态描

述；还须照应它的复杂性，来对之实施焦点透视。

这样才可望在特定时空维度中，还原地方文学群

落的层级构造。其基本构造，可略描述为：元末

扰乱，群雄割据，有若干文士在特定的环境里，

聚合成相对独立的文学圈次；并在深广的文化区

域范围内，自由滋长出多个次文学群落；又从中

突出一个核心次群落，且在该核心次群落的带动

下，形成更高级位的地域文学群落，从而将各次

文学群落容纳其中；及至应聘到明廷之后，各地

文人以群落归附，齐聚朝堂，并驱较胜，进而扩

展成泛文学群落，同时争相推出领衔作家，以标

举各方的地域特性，共同敷饰皇明开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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